
 

文學與寫實－－從《官場現形記》看晚清染缸文化 

張姵琁 

 

一、前言 

 

作為晚清諷刺小說之一，《官場現形記》的確有著重要的地位，而因其所描

述對象，主要以當時的官場生態為主，因此，也突顯了晚清時期人民與政府間，

那複雜錯綜的關係。文本以官場文化作為主要敘述內容，從這之中可以得知，作

者所關注的，顯然是以百姓的焦點為中心，因此我們可以如此的認為，從文本內

容所描述的情節，官場內的所扮演的角色，各個處於負面評價的形象建構，那麼，

作為官場角色所壓迫的對象，顯然就是以無助老百姓所扮演。 

 

從敘述手法上來觀察，《官場現形記》描寫的，似乎少了上層知識份子在文

學手法上刻意的雕琢，其所反應出的，是更質樸且直接的情感，然而這背後所呈

現的，卻是真實而殘酷的官場面貌。文本不僅有揭露惡劣政府官員後，所得來的

快感，同時也使人們迫切的思索，社會秩序亦或天下之維持方式，也就是說文本

的角度是站在人民一方；而政府與人民的關係又是如何，當中更透露了哪些上層

知識份子與基層知識份子的對話，都值得注意，也是文本之價值所在。研究先從

人物之塑造開始談起，從文本中最主要的人物──官──看出作者之世界觀，即

是文人對該時代所代表精神的關照；進而對較具代表性的人物做分析，並以此作

更深入的討論。因此，在解讀文本的同時，便能夠觀察出作者所隱含之意識形態，

並藉由小說的傳達，完成了上層知識份子與基層知識份子間的對話。 

 

二、社會現實的反映 

 

中國封建社會中的官僚機構，有如金字塔結構般，一層層堆疊從基層的知縣、

知府、道台、巡撫、總督，到接近中央尚書，欽差大臣。這樣的金字塔的結構，

有種特殊的封閉性與緊密的依附關係，所謂官官相護，就是清楚的形容官場中官

員之間，互相庇護，甚至是隱瞞的情形，另一方面，在金字塔底層，受官員管轄

之下，按時繳納賦稅，只知自己的地方官清廉與否，有些甚至一無所知，更遑論

更上層的官員，就連身處金字塔的頂端，掌握權力中心的皇帝，也會被中央官員

欺瞞矇蔽，以為天下昇平，殊不知百姓疾苦，官員為虎作悵。就是由於如同金字

塔般層層堆疊，而牢不可破的現實局面，《官場現形記》所透露的，已經不是對



於環境的不滿而宣洩，更深刻的說，文本所要呈現的，是對於人性心理與現實環

境的緊密聯繫，這樣的概念可以夠過馬克思主義來做一些簡單的解釋： 

 

   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產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 

   移的關係，即同它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係，這 

   些生產關係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豎 

   立其上並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態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 

   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 

   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 

 

《官場現形記》的作者將現實社會與人性做了連結，甚至，更進一步將人性的無

奈與絕望，透過黑暗的官場做出反應，也即是如同引文所說「是人們的社會存在

決定人們的意識」。而小說中也以「千里為官只為財」成為對晚清現象的批判與

諷刺： 

 

   俗語說的好：「千里為官只為財。」做書的人實實在在沒有瞧見真不要錢 

   的人，所以也無從捏造了。 

 

因此，李伯元所出版《官場現形記》，初在《世界繁華報》中刊載大受好評，爭

相購閱者不斷，還出現了盜版遭人刻印，如此風靡，其中很大的原因便是李伯元

揭發了這金字塔中的內幕，以「現形」的方式，讓廣大民眾得以一窺這箇中奧秘，

將官場赤裸的呈現在每位讀者眼前。而李伯元在《官場現形記》中所使用的窺祕

手法，以及在作者筆下各層地方官、文官、武官的描繪。 

 

三、對墮落歷程的刻劃 

 

假設單純以貪官汙吏作為描述對象，那文本的情節安排便會淪於過度刻版，

因此，作者乃取一腳色，以其原先並非貪官之形象，透過種種經歷，以致於最後

墮落的過程，這樣的手法，不僅展現了人性的脆弱，同時，也展現了整體大環境

之難以對抗之可怕。 

 

藩台先問他：「這個局子是幾時開的？一共刻了多少書？」王慕善道：「回大 

人的話，從卑職曾祖手裡以至傳到如今，一直以行善 為念。到卑職父親晚年， 

就想創個『善書會』；苦於力量不足，沒有辦得起來。卑職仰承先志，現在雖 



然粗具規模，然而經費總還不夠，所刻的書亦有限得很，剛才 呈上來的幾部 

都是的。卑職此業，一來想求大人提倡提倡；二來還有和篇淫書目錄，等大 

人寓目之後，求大人賞張告示，嚴行禁止，免得擾亂人心。」一面說，一面 又 

站起來把呈上來的書檢出二部，指著說道：「凡事以尊主為本，所以卑職特地 

注了這部《聖諭廣訓圖釋》，是專門預備將來進呈用的。這一部《太上感應篇 

詳 解》，是卑職仰體制台大人的意思做的。聽說制台大人極信奉的是道教， 

這《太上感應篇》便是道教老祖李老子先生親手著的救世真言，卑職足足費 

了三年零六個月 工夫，方才解釋得完。意思想要再求大人賞張告示，禁止收 

賈翻刻，只准卑局一家專利；如此卑局方能持久，以後有什麼善書，便可多 

刻幾部。就是大人有什麼著作，卑局亦可效勞。」 

 

起初王慕善在出場時，儼然如他名字一般，「慕善」，官場現形記將王慕善設定成

刻善書和搜淫書的好人，為了想要辦善書會，特去請求藩台。劇情到這裡都還算

普通，直到藩台要求王慕善送幾百部善書，才把最重要的問題－－錢給點出來： 

 

王慕善道：「請大人的示：這筆書價，卑職還是具個領字由大人這裡來領呢？ 

還是等到大人回省之後再到大人庫上來領呢？藩台初 意，以為他這些善書雖 

然賣錢，至於這一二百部一定是捐送給各府、州，縣看的。今見他論到書價， 

心上便有點不高興。 

 

王慕善以為藩台要買善書，藩台則以為王慕善要送善書，這一誤會下去，藩台本

來就對善書沒什麼興趣，現在更搞得想要敷衍，果不其然，到了晚上馬上就搭輪

船回省了，只留王慕善在那癡心妄想。王慕善在與藩台會面過後，以為自己的書

局跟「官」有了關係，便把招牌改成奉憲設立善書總局，伙計改叫司事，自己也

要人稱他為總辦，這也讓官場現形記中少數的好人，漸漸走向墮落之路，而墮落

的原因不是別的，正是錢。 

 

四、知識分子的理想寄託與諷刺 

 

中國的詩教所要求的是「溫柔敦厚」，諷刺一但超過這個界限，那就會淪為

謾罵。傳統的諷刺小說將場景設定在現實生活面上，將諷刺的目的與生活作緊密

的結合。知識份子所以會對社會作出批判，進而使諷刺小說出現，最大的原因應

當是對社會還抱有一絲希望。假使單就文本而言，《官場現形記》在鬧劇上佔了

很大的成分，然而事實上，如果從平民百姓的眼光來觀察，文本當中所描述的一



切情節與人物，是近乎悲劇形式的。悲劇源自希臘，形成的原因就在於明知道辦

不到，卻還是毅然決然的去做，僅管西方的思惟與中國的傳統哲學觀念畢竟不同，

然而中國的知識份子仍然具有這樣的意識。 

 

中國的知識份子一向是為民的，然而這個「民」並非人民，而是人性，一但

當權者，也就是政治背離了這著「民」，知識份子就會跳出來說話了；李寶嘉在

《官場現形記》中所要諷刺的，就是人性已經完全扭曲了。《官場現形記》當中

的取材，都是來自於現實社會生活，作者只是將這些題材典型化，而不做主觀的

論述，並且不按照某種道德標準，而去改動當中的人物，使讀者透過這些客觀的

事物，搭配自己對人生的體悟，進而了解作者所要表達的諷刺意涵。本此研究將

主題分為兩大類，即文本內部衝突與與作者意識。在文本分析上採用文學性與社

會性兩種脈絡思考，並且格外注重時代精神所隱含之影響，也就是歷史脈絡與小

說脈絡之關係，同時更藉由意識形態之觀察，揭示作者個人之主觀意識，也展現

知識份子內心的情感。 

 

國家體制的運作究竟應當由什麼力量做維持，這樣的答案就理想性而言，自

然是雙方的，然而實際上的進行卻完全不這麼一回事，因此問題便會落在政府與

人民中，誰佔支配地位的比重是較高的，從意識形態看，居於上層階級的知識份

子會因為自己的地位而產生優越感，就是因為這樣的緣故，居於上層的政府官員，

便會利用這樣的權勢，進而壓迫處於下層的人民。上層與下層就辭面意義上，其

關係有著一定的距離，而組織架構越龐大，這樣的距離也就更為遙遠，因此上層

知識分子在維護國家體系時，其作為自然不可能完全顧及基層，也就是這樣的原

因，使得基層與上層的關係也出現隔閡，最後引發對立。也許我們可以認為，《官

場現形記》當中所描寫的政府官員，就是因為上層社會的高度腐敗，才會引發內

心黑暗的一面，而成為如文本當中所描繪的貪官污吏。 

 

在典型諷刺小說中，人性的弱點可以被無限的擴大，然而情節越是誇張，正

代表時代越是黑暗，每一個知識份子所面臨的時代都不一樣，然而平民大眾卻必

須接受任何一個時代，他們無法反抗，也可以說他們不知道要怎麼反抗，因為接

受被確立的價值觀，早已經根深蒂固在他們的心中，而這也是知識份子所要改變

的，諷刺也因此而出現。 

 

 寫實主義文學乃是透過對於現實世界的反應而產生，為了完成這種目的，寫

實主義的小說家必須展示兩種可能的情況：其一為具體的可能性，其二為抽象的



可能性，關於這兩種可能性，盧卡契有以下說法： 

 

   抽象的可能性完全屬於主觀的範圍，而具體的可能則是與個人主觀性和客 

   官現實性之間的辯證關係相關的。在文學上表現後者，意味著描寫生活於 

   可感知的和可認識的世界官中的那些真實的人。只有在人物與環境的相互 

   關係中，某一個別人物的具體可能性，才能與「極為無限」的純抽象可能 

   性分開，成為此一個人在它的此一階段起決定作用的可能性。 

 

由於以上的說法，證實了小說家對於如《官場現形記》這類諷刺小說的文學其寫

實的一面。這即是說，文學不單僅止於文學的觀賞功能，而是具備了警世的作用，

雖然這樣的文學功能在《官場現形記》這部小說出現以前便已經普遍存在於文學

界，然而對於人性的刻劃，以及對離民間越來越遠的王師與政府，《官場現形記》

仍然顯得有其價值，理由就在於，透過知識份子的書寫過程，小說產生了某種場

域，也就是知識份子與人民間的對話空間，透過文學的空間，知識分子的目的確

實傳達了，而經由小說所獲得資訊的人民，亦能夠進一步傳播《官場現形記》所

蘊含的諷刺內容。 

 

五、結論 

 

在《官場現形記》的全部情節中，除了由清官衍生而成的酷吏之外，最多的，

便是貪官汙吏，而又是什麼樣的原因，使得文本全由貪官汙吏的角色充斥，如果

單以時代背景來作分析則顯得過單調，或許能夠從人性心理上進行分析，而又以

榮格的集體無意識為可能的心理投射： 

 

 集體無意識只是精神的一部分，它與個人無意識截然不同，因為它的存在 

不像後者那樣可以歸結為個人的經驗，因此不能為個人所獲得。構成個人 

無意識的主要是一些我們曾經意識到，但以後由於遺忘或壓抑而從意識中 

消失了的內容；集體無意識的內容從來就沒有出現在意識之中，因此也就 

從未為個人所獲得過，它們的存在完全得自於遺傳。個人無意識主要是由 

各種情節構成的，集體無意識的內容則主要是原型。 

 

透過集體無意識的心理，《官場現形記》的作者將內心的世界清晰的描繪出來，

這當中所呈現的，已經不單指是對於現實的不滿而書寫的憤怒，文本所代表的，

同時也是晚清知識分子內心的共通心理。正由於如此的展演，《官場現形記》這



樣的小說不只是脫離了純文學的形式，同時也更進一步採取比以往小說更為激烈

的手段出呈現，這樣的手段並非是殘酷的虐殺，而是透過情節的發展，以充斥於

小說的貪官汙吏所呈現的絕望感。 

 

 文學是作者理解世界方式的呈現，其理解方式的主導，即是一個時代的社會

精神或意識形態。意識型態並非教義，它使人在階級社會中完成自己之角色，因

此，文學是意識形態的意識形態，阻礙了人真正解這個世界。正是對於現實社會

的絕望，《官場現形記》出現了連清官也只能受環境制約的情節： 

 

   卻說浙江吏治，自從傅署院到任以來，竭力整頓，雖然不能有十二分起色， 

   然而局面已為之一變。若從外面子上看他，卻是真正的 一個清官：照壁 

   舊了也不彩畫；轅門倒了也不收拾；暖閣破了也不裱糊。首縣奉了他的命， 

   不敢前來辦差。……一天，適當轅期，會客之後，回到上房吃飯。正想吃 

   過飯考問兒子的功課。他一向吃飯，因為人少，都是姨太太陪著吃的。這 

   日等 了半天，姨太太竟未出來。他總以為姨太太另有別的事情，偶然遲 

   到，不以為意，誰知等到吃完，姨太太始終不見。問問老媽，都不肯說話。 

   後來又問兒畢竟兒 子年輕嘴快，回稱：「我娘困在床上，從早上哭到此刻， 

   還沒有梳頭。」傅撫院聽了詫異，一時摸不著頭腦，只得又問兒子。旁邊 

   伺候的老媽一齊做眉眼給少爺，叫他不要說。被傅撫院瞧見，罵了老媽 

   兩句說：「你們偏會鬼鬼祟祟，有甚麼事情要瞞我？」一定追著兒子要問 

   個明白。少爺無法，只得說道：「我亦不知道甚麼。今兒早上，門上湯二 

   爺來說，有個媳婦長的很標致，還帶了一個孩子，說是來找爸爸的。我娘 

   就為著這個生氣。」 

 

清官的墮落是小說情節發展的必然，作者顯然是為了達到將官場「現形」的目的，

進而將無盡的官場現象盡覽於小說之中。作者所還原的，不只是官場的系統，同

時，作者亦還原那些官員的心理與人性。為了能夠將官場的現實忠實的呈現於讀

者面前，作者所要進行的，不能指是簡單的做出相同的描繪，如果只能做完全一

樣的拷貝，那文學的價值便沒有意義，因此，作者採取人性的刻劃，以讀者的思

維書寫，再一次有效的還原官場黑暗的事實： 

 

 「文化逼真」在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早期被做為檢驗敘事的真實性的標 

 準：如果人物符合當時普遍接受的類型和準則，讀者就感到它是可信的 

� 。諺語和定型反映著共同的文化態度，從而就提供了證據，證明作者如實 



 地再現了這個世界。 

 

透過「文化逼真」的準則，《官場現形記》的作者成功的再現官場事實，其除了

反映晚清官場文化的現實生活以外，同時，也透過讀者──即人民──的感受，

再一次深刻的強化了人民內心對官場的痛恨與己身所受苦難。正由於將人性的感

知與真實環境作了連結，《官場現形記》才能夠以清晰而真實的樣貌，將晚清的

黑暗呈現於讀者面前。 


